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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倫理的分析模式與體制變遷

中文摘要

本論文從多個例子中說明體制變遷對於企業倫理的影響，並提出一個簡單的分析架構。根據James G. March對於決策的兩種邏輯的說法，本研究認為任何一個企業行為應該放在倫理與利益兩個面向觀察。體制變遷也可以使不倫理的行為成為倫理行為，也有可能從倫理變成不倫理。同樣地，因為體制的變遷，也可能對企業利益發生相反的影響。這些影響因素可能來自法律規範、自由化思潮、消費者意識、產業生態、經濟條件等。管理學者在研究企業倫理問題，應該注意體制對於企業倫理的影響，不能僅從單純的倫理道德原則認定企業行為是否合乎倫理。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many real cases and examples to describe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on business ethic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description.  Following the two decision logics that James G. March proposes,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any business behavior should be observed from two dimensions, namely ethics and utility.  Due to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 originally ethical behavior can be thought of as unethical, and vice verse. Similarly, a utilitarian behavior could become negatively utilitarian.  Institutional change factors include laws, deregulation, consumer move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so on. When studying business ethics, management scholars should notice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s on business ethics, not simply follow moral or philosophical guidance.

企業倫理的分析模式與體制變遷

壹、緒言

高雄縣環保局連日來陸續整理有關委託運泰公司代清理的事業機構

名稱及廢棄物種類，．．．

環保局人員指出，．．．，運泰處理的有毒廢棄物，以含重金屬的

有害汙泥違者，其中八十五年清除的一批台塑汞汙泥，被認為就是

台塑輸出柬埔寨的二千噸已固化汞汙泥，台塑未經固化的一萬零七

百五十三噸汞汙泥，也是在這一年委託運泰處理，如今下落不明。

．．．，運泰並非沒有能力處理有害廢棄物，而是違規超量處理，

且因處理的東西無處可去，只好亂倒。（聯合報，1999/2/13）

        挾著高品質及超高獲利上市的華碩，宣佈要進入筆記型電腦後，同

        業馬上進入緊張狀態，因為以華碩「股票挖角」的魅力，然人無法

        抵擋，事實上，華碩此舉已造成筆記型電腦研發圈的人事搬風，和

        老東家宏碁的競爭關係，也可由人員流動上看出端倪。（財訊，1997.8）
類似以上兩啟例子，經常發生在我們身邊以及台灣的企業社會。讓我們先來看看這兩起例子所隱含的管理與倫理意義。

這兩起例子都涉及倫理公義及企業私利的衝突問題。在第一個例子中，台塑公司以及其他公司認為他們已經把「倫理責任」外包出去，已經沒有法律責任，運泰公司才是應該對有毒廢棄物負責的公司。沒有錯，台塑公司可能沒有法律責任，但台塑公司真的就沒有倫理責任嗎
？在第二個例子中，華碩大挖同業的員工，造成同業經營上的困難，似乎有違同業間的行規，但假定電子業間彼此有默契，不挖角，是否就合乎倫理了呢？如果華碩不挖角，但其他同業卻進行挖角，對華碩又會造成什麼傷害呢？

這兩個例子說明企業的種種行為並不容易用一把簡單的尺來測量決定。以前面兩個例子來說，究竟台塑與華碩的行為是否合乎倫理，很難下結論。事實上，如果企業行為是否合乎倫理可以簡單的做出定論，那企業倫理也沒什麼好研究了。正因為倫理具有爭議性，所以值得我們討論。

近年來，由於產業環境變遷迅速，有關企業倫理的爭議層出不窮，相關的研究也日益增多並受到重視（如，葉匡時，1996；黃秉德，1997；王鳳生、蔡豐隆，1999等）。倫理就是行為的規範，企業倫理就是企業行為的規範，而規範是由社會共識所形成的。然而並不是所有的行為都有社會共識，當社會共識不存在時，行為是否合乎倫理就容易發生爭論（葉匡時，1996）。就拿大型企業赴大陸投資為例，台灣社會對此缺乏共識，連帶的也令吾人難以判斷，赴大陸投資是否合乎倫理。由於企業的本質在追求利潤財富，因此，當企業行為是否合乎倫理發生爭論時，其發生的情境幾乎都與企業利益有關。所以，企業利益與倫理若是可以兼顧，就不會有任何爭議，正因為兩者不能兼顧，所以產生爭議。

在另一方面，就算社會沒有共識，是否有些倫理原則可以超脫社會規約而獨立存在的？則是另一個值得深思的議題。本文將從規範與利益兩個層面出發，討論現代企業所面臨的倫理議題。規範、利益以及企業所存在的社會都會因為時空而變化，所以企業倫理是個動態的議題 (Noe and Rebello, 1994)。

本文第二節將先發展一個倫理分析的架構；第三節與第四節將在這個架構下，討論企業行為為什麼會發生倫理定位的轉變；第五節結論。

2、 企業行為的倫理分析架構

對企業倫理研究影響最大的分析架構應屬利益相關者理論(stakeholder theory)(Donaldson and Preston, 1995)。根據該理論，企業決策不應單純以股東利益極大化為依歸，也應該同時考慮員工、顧客、供應商、社區等利益相關團體。這個理論雖然很有道理，但在分析企業決策過程時，並不容易拿捏清楚。究竟誰應該屬於利益相關團體就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若是更進一步推論，我們可以發現，利益相關者理論要說服企業的依據，到最後一定還是與企業利潤有關。例如說，有學者會試圖遊說業者好好的作好企業倫理，創造員工、顧客、股東三贏。因為如果員工受惠，生產力提升；顧客滿意，樂於購買企業的產品；最後還是會創造股東的利潤
。很顯然，在分析企業倫理時，不能忽視利益這個根本的因素 (Stark, 1993)。

根據 March (1994)，無論是個人或企業的行為都有兩種理性的決策邏輯。一是後果的邏輯 (logic of consequence)，一是得體的邏輯 (logic of appropriateness)。在後果的邏輯下，決策者以理性的思維，根據決策的可能後果而決定採取何種方案。就企業而言，理性思維所要考慮的後果就是指企業的成本與利潤。在得體的邏輯下，決策者只考慮在當時的情境下，他應該怎麼做才得體，而不會考慮決策的後果。就企業決策而言，企業若是運用得體的邏輯，就會考慮企業所處的情境並進行利益關係者分析。

例如說，台塑在決定如何處理汞汙泥時，可能會想到該企業屬於全國最具規模地位的企業，因此，他們在處理汞汙泥時，不能「有失身分」，留下惡名。這樣的決策考慮就是得體的邏輯。假定，該企業在處理此一廢棄物時，決定採用外包方式以降低成本，雖然該企業知道外包廠商的處理能力不佳，會造成污染問題，但是，這已經是外包廠商的問題，而不是該企業的問題，就算發生環保問題也不再是該企業的問題，而且這種做法的成本最低，所以，就決定不顧可能的環保禍害而交由外包廠商處理汞汙泥。這樣的決策方式就是後果的邏輯。

再以華碩為例，假定該企業發現就同業中爭取人才是個有效率的做法，決定不顧老東家的情面，向同業以及老東家挖角，就是後果邏輯的決策。假定該企業認為向老東家挖角是不道義的行為，因此，決定招收新人自行培養，雖然這樣成本比較高，但華碩可能會認為這是應該付出的代價。這樣的決策就是基於得體的邏輯。

很顯然，後果的邏輯為一種純粹自利理性的決策方式，得體的邏輯則是一種身分認同的決策方式。由於得體的決策所考慮的重點是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運用得體邏輯思考的決策就是把倫理議題納入思維的決策模式。因此，我們把得體的決策與行為，解釋成合乎倫理的決策行為，不得體決策則是不合乎倫理的。
企業在決定某一行為時，其決策考慮當然不會是純粹後果邏輯的思維，也不會是純粹得體邏輯的思維。在某些時候，企業可能先考慮後果，再考慮是否得體；某些時候則先考慮是否得體，再考慮其後果；更有些時候則是兩個邏輯同時進入決策認知過程，難分先後；有時候，決策者自己也分不清楚他是用什麼邏輯。就決策過程來說，哪個邏輯先進入決策認知過程中，可能有不同的結果。為了簡化分析，本文將不論其先後次序，僅假定這兩個邏輯都會影響企業決策。根據這兩種邏輯，本文發展出一個企業行為的倫理分析架構如圖一：

                                   倫理

                    

               不利                               有利

                                   悖倫

圖一：企業行為的倫理利益分析架構

在後果的邏輯下，決策者以自利理性考慮其行為的後果，我們簡單的分為對其有利或對其不利兩個可能。在得體的邏輯下，我們也簡單的分為決策是合乎倫理或有違倫理。據此，我們得到如圖一的分析架構。座落在第一象限的行為是既合倫理又有利；在第二象限則是合倫理但卻可能有違自利理性；第三象限則是既不合倫理又不合乎經濟理性；第四象限則是不合倫理但卻合乎決策者的自利行為。

當然，有利與否或倫理與否是程度的問題，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問題。為了討論的方便，我們把將之做非黑即白的分割。我相信，無論是一般人或企業應該都會希望其行為能夠落在第一象限，但在真實世界中，造成決策困擾或具爭議性的行為與情境，都是落在第二或第四象限。今天我們批評許多企業枉顧法律倫理的孜孜為利，所批評的就是指落在第四象限的行為。但是，我們也看到有些令人欽佩的企業，他們寧願提高企業成本，或主動不張揚地提撥一定利潤比例贊助社會公益活動，就是落在第二象限的行為。

在管理文獻中，以類似圖一的分類學來研究某一現象是很常用的研究方法，有名的BCG模型就是一例。但是，這些模型通常不太討論座落在各類別的轉變。以BCG模型為例，研究者只討論目前企業的某項產品是屬於資金乳牛類或是狗類，並不太討論產品如何從資金乳牛類轉變成狗類。就算研究者討論類別之間的變化，也都假設這種變化是出於業者的主被動因應，行動者的主體是企業。

然而，企業行為是否合乎倫理、是否能獲利會隨著時空而改變，不是一成不變的，也未必與企業行為的改變有關。組織必須在一個組織場域 (organization field) 內活動，組織場域的遊戲規則侷限了組織的行為(Powell and DiMaggio, 1991)。所謂組織場域就是組織與組織之間交易往來所構成的一個網路社群(Scott, 1987)。在組織場域中，組織的行為規範必須符合場域內的共識。這樣的規範與共識也稱之為體制。這個體制與North(1990)所言相同，也就是社會的遊戲規則 (rule of the game)，是人類所設計用來制約人際互動所用。因此體制指的是企業活動的各種文化、法律、政治、傳統等約束。企業行為若是合乎體制要求，則有正當性，否則沒有正當性 (Meyer and Rowan, 1977)。一般而言，合乎體制要求的行為就是得體的行為，也就是合乎倫理的行為；反之就是不得體，也就是不合倫理。然而，體制非一成不變的，而會隨著環境變遷，因此，討論企業倫理的趨勢應該著眼在體制的變遷。當體制發生變遷而企業行為沒有改變時，企業常常會面臨倫理的衝突。本文將運用圖一這個架構，說明行為本身沒有改變但卻發生定位改變的可能，並從這種改變中探討企業倫理的發展趨勢以及相關問題。

以本文一開始的第一個例子為例，如果我們認為企業行為不應造成環保問題，台塑在汞汙泥的處理上應屬於第四象限──有利而悖倫。或許有人認為台塑已將汞汙泥外包給運泰公司，是運泰公司違法而造成環保災難，不是台塑，因此，台塑沒有責任
。從法律的觀點來看，台塑或許是對的；換言之，台塑把汞汙泥外包的行為應該屬於第一象限──有利而合倫。因為，對台塑而言，把汞汙泥外包處理，既合法又省成本（有利）。然而，從可能受害民眾或其他利益關係者的角度來看，台塑沒有善盡對外包廠商的監督職責，可能仍需負起倫理責任。很顯然，台塑是否應負倫理責任，並不容易判定。但是，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台塑處理汞汙泥的方式對它有利
。換言之，就這個例子來看，行為是否合乎後果的邏輯（有利）很容易判定，但行為是否合乎得體的邏輯（合倫）卻很不容易裁定。

再以華碩挖角為例，行業內其他廠商可能認為華碩行為應該落在第四象限──有利而悖倫。但華碩則可能認為它的行為合法，且能促進提升員工素質，誘導人才進入高科技行業，所以應該落在第一象限──有利而合倫理。一如前例，我們又碰到倫理兩難的問題──是否合乎倫理要看你從那個角度層次看。如果電子業之間有不挖角的默契，華碩的行為是否就合乎倫理呢？假定我們分析的單位是同業或企業社群(business community)，那麼華碩的挖角行為違背了行規，所以是不倫理的。但是，從更高的分析層次看，電子業彼此不挖角可能形成勞動市場勞動力需求的聯合壟斷，並進而影響到勞工的薪資水準，這樣的行為是托辣斯行為，並不合倫理。所以說，當分析單位定在企業社群時，華碩挖角行為可能不合倫理；但分析單位若是整體國民經濟時，華碩挖角行為卻又是合乎倫理的。同樣地，若是從利的角度分析，很容易判定華碩的做法是對它有利的，但若是從倫理的立場分析，華碩行為則難以判定是否合乎倫理。

從這兩個簡單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企業行為合不合倫理並非單純的非黑即白問題。造成這種判定的困難，主要原因是分析層次不明、體制不穩定、企業社群乃至於整個經濟社群缺乏共識。

為了文後討論的方便，我們將稱Ｘ軸為倫理軸，Ｙ軸為利益軸。以圖一的架構來說，一個行為究竟應該落在第幾象限，與利益軸以及倫理軸的位置有關，當利益軸或倫理軸移動位置時，就可能改變一項行為所座落的位置。而這兩個軸的位置則與體制的變遷以及分析的單位有關，本文將針對這種變遷與分析單位，在後面兩節分別討論利益軸與倫理軸的移動的前因後果。

參、利益軸的移動──利潤空間的改變 

根據圖二，利益軸的移動會改變利潤空間。當利益軸向右移動，表示企業利潤空間降低；向左移則表示利潤空間增加。當利益軸移動時，同樣的企業行為就有可能從有利轉變成不利，當然也有可能從不利轉變成有利。

一、從有利有倫到不利有倫（第一象限到第二象限）

                                      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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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利                                     利

                                       悖倫

                                   Ａ          Ｂ

圖二：企業利潤空間的改變

不論是基於什麼原因，當企業的經營利潤降低時，利益軸就會向右移動，企業將被迫採取各種增加利潤的措施。企業原有的某些行為，就有可能從第一象限移動到第二象限，從有利有倫變成不利有倫。舉例來說，企業甲的競爭者把生產基地遷移到大陸，造成本地工人失業，但卻因為降低生產成本而對企業甲造成威脅。如果企業甲堅持對本地工人的承諾，不外移大陸，就是一種不利有倫的行為。企業甲維持在本地設廠，使用本地工人的行為一如往昔，但是，由於競爭環境的改變，使得這個行為從有利轉變成為不利。用圖二說明，當利益軸從Ａ的位置移動到Ｂ的位置時，行為Ｘ則從第一象限落到第二象限，表示該行為從有利轉變成不利。企業的本質既然是逐利的，我們當然可以預期企業的行為會往第一或第四象限移動。企業可以透過生產力的提升而往第一象限移動，增加其利潤；也可能運用些不合倫理的手段維護其利潤，也就是移動到第四象限。                                 

二、從不利有倫到有利有倫（第二象限到第一象限）

在圖二，如果利益軸從Ｂ移動到Ａ，行為Ｘ就從不利有倫轉變成有利有倫。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必須是社會對某種企業行為認同，並進而支持該企業，使得企業增加利潤的空間。例如說，美體小鋪 (Body Shop) 堅持某些環保理念，增加產品的成本，本來是屬於不利有倫的行為。但是，當愈來愈多的消費者認同這樣的行為，反而更願意有比較高的價格購買該公司的產品時，美體小鋪所堅持的環保理念就從不利有倫改變成有利有倫。若是發生這樣的情形，將會有愈來愈多的企業相互學習，對於整個企業社群而言，企業倫理與企業利潤都因之升高。這裡的關鍵是消費者的認同與行動。

三、利益軸因何移動及其影響

什麼樣的情形下會發生利益軸的移動，也就是利益空間的改變呢？基本上這種改變導因於體制環境的改變。前面兩小節所提到大陸設廠問題或消費者認同現象，都可以納入體制改變的分析中。

體制環境的改變與企業效率或利益未必有直接關係，但是，這個改變若是影響到企業間的交易關係或消費者的決策行為，自然會對企業利益發生影響。例如，在南非實施種族隔離政策時，歐美許多消費者抵制那些在南非投資的企業的產品。企業繼續在南非投資的行為雖然合法（主張engagement 者認為投資南非更是倫理行為），但利潤空間卻減少了。此處提出四個體制改變對企業倫理的影響。

（一）法律規範

法律規範是一個重要的體制因素，法律規範的改變對於利潤軸當然有重要的影響。勞基法在我國的實施的確造成許多傳統產業的人事成本增加，許多企業因而轉進大陸或東南亞投資。美國加州為了促進電動車的發展，以減少汽車的排廢氣污染，立法規定所有在加州銷售汽車的汽車品牌，必須在西元2000年開始，銷售一定比例的電動車。這個比例並且將逐年增加。這樣的規定壓縮了汽車業者的利潤空間，企業一定要設法提升競爭力，同時也要加強電動車研發工作，降低電動車的成本，增加電動車的效率。假定我們把守法當成一項倫理行為，對於汽車公司而言，守法可能使它們從第一象限移到第二象限，但是，透過生產力的提升，汽車公司可以又重回第一象限。

當愈來愈多企業遵守某一特定的法律規範，體制力量愈強，並轉變企業的獲利空間。例如，當愈來愈多的企業願意實施一本賬制度，實施一本賬制度有助於獲利。在台灣早期，大部分企業都實施兩本賬制度時，因此，就組織場域內的規範而言，兩本賬雖然不合法但卻合乎倫理。一本賬當然也是符合倫理的行為，但實施一本賬制度的公司可能處利潤空間相對較低的不利地位。由於組織場域的習慣改變，愈來愈多的企業實施一本賬制度，企業的利潤軸向左移動，一本賬制度並不會使企業得到相對較少的利潤，於是，一本賬制度從不利有倫轉變成有利有倫，愈來愈多的企業會跟進採用一本賬制度。

（二）自由化

自由化的運作方向正好與法律規範相左，主要所指的是政府管制放鬆，企業競爭趨於激烈，使得許多壟斷性企業的利潤空間大大的降低，也連帶使得某些企業行為，如不裁員政策，從有利有倫轉變成不利有倫。許多原本具有壟斷利潤的企業，如公營事業在民營化的過程中，必須裁員才能生存，其中最知名的案例應當就是台灣汽車客運公司的裁員歷程（徐聯恩等，2000）。從被裁的員工角度觀之，企業所座落的位置顯然是從有利有倫轉變成有利不倫（由於利潤空間的壓縮，甚至可能成為不利不倫）。但從一般納稅人的角度來看，民營化的結果可能使得民眾享受更有效率的服務，也不必負擔公營企業的營運成本，因此，民營化可以是個有利有倫的行為。這個例子再度指出，體制變更可以對某些企業行為是否合乎倫理造成莫衷一是的看法。

（三）消費者意識抬頭

消費者意識或某些社會組織（如野鳥保護協會）的抬頭可能是近幾年來最重要的體制改變。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依賴關係，則從消費者比較依賴企業，轉移到企業比較依賴消費者。消費者對企業行為的要求已經不只是企業要提供合理的商品，更要求企業提供「正義」的商品，迫使企業提高成本，而擠壓企業的利潤空間。又如消費者對於產品品質以及服務的要求，在顧客至上的經營理念下，也迫使企業壓縮利潤空間，進而使得企業行為從第一象限轉落到第二象限。但另一方面，消費者意識的抬頭，也可能使得某些原本處於第二象限的企業落到第一象限。所以說，消費者意識抬頭究竟會使企業更有利可圖，抑或較無利可圖，視消費者意識所針對的性質以及企業之對策而定。

（四）競爭生態

企業競爭環境的改變也可以是一種體制的變遷。當競爭環境趨於激烈時，自然會壓縮到其他企業的利潤空間。利潤被壓縮的企業在面臨劇烈的生存環境下，原有有利有倫的行為就可能成為不利有倫的行為。例如，IBM或AT&T等公司原本都是採用終身雇用制度，不輕易解雇員工。迫於競爭環境的改變，它們在九０年代都進行了大量的裁員。如果它們繼續維持終身雇用制度，它們的雇用制度就從有利有倫轉變成不利有倫。IBM和AT&T選擇了企業所該選擇的正常道路，維護利潤而進行大量的裁員。以圖一的架構分析，IBM和AT&T的雇用制度原本是座落在第一象限，由於競爭環境的改變，壓縮了利潤空間，形成利潤軸的移動，它們原有的雇用制度就落到第二象限。接著，IBM和AT&T進行大量裁員，雇用制度的改變，從第二象限移轉到第四象限。

利益軸的移動也可能是因為整個產業景氣好轉，或企業生產力的提升所致。台灣傳統產業並沒有員工分紅入股制度，但所有電子業都實施員工分紅入股制度。這樣的改變雖然起始於台積電、宏碁等企業的開創，但是能夠持續而在電子業蔚為風氣，則與電子業利潤空間高、人才需求強有關。換言之，這個制度得以維持與電子業廠商間的競爭生態習習相關。絕大多數的電子業公司剛成立的幾年都處在嚴重虧損狀態，但他們的員工福利、待遇、教育訓練還是比傳統產業優渥。當這些優渥的待遇轉換成比較高的生產力時，企業對員工的行為就從不利有倫轉換成有利有倫。

4、 倫理軸的移動──倫理空間的變化

當倫理軸移動則表示社會對某企業行為的倫理觀點發生變化。如果倫理軸向上移動，表示社會對倫理的要求升高，向下移動表示社會對倫理的要求降低。但是，什麼叫做倫理要求提高，什麼叫做倫理要求降低？這涉及我們對倫理的定義，前面曾經定義倫理是社會共識，然而，社會共識是否需建立在某些基本原則之上。如，「己所不欲，勿施予人」是世界各處都存在的黃金律。企業倫理有無類似的原則呢？本文不欲在此討論此一議題，而採取假定有這些基本原則存在的立場。而且，我們可以用這些原則來判定倫理水準的提高或降低。如此，倫理軸的移動才有可能。

一、從有利有倫到有利不倫（第一象限到第四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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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企業倫理空間的改變

在不同的時空下，有些原本大家認為合乎倫理的行為，可能被認為不合倫理。雖然，這樣的行為可能無損於企業原本的利益。例如，企業運用喝花酒等交際方式取得交易，在以前是很正常的行為。但是，由於高科技產業的興起，許多專業經理人並不習慣傳統聲色犬馬的場所，也不習慣用色情作為企業交易的潤滑劑，再加上女權意識的抬頭，社會逐漸地認為企業運用這樣的行為建立企業公關活動，並不合乎倫理。但是，企業繼續運用這種方式進行公關活動，只是某種企業文化的呈現，並無損該公司的利潤空間。

以前述企業財務有兩本賬為例，當達到一定比例企業實施一本帳制度時，「兩本賬是不倫理」的社會共識逐漸形成，倫理軸向上移動，原本落在第一象限，被視為有利有倫的兩本帳行為，改落在第四象限而定位成有利不倫的行為。

二、從有利不倫到有利有倫（第四象限到第一象限）

隨著社會風俗習慣的改變，有些原本不倫理的企業行為可以被接受而不再視為不倫理。例如說，日本原本採取終身雇用制度，企業若是資遣員工將被視為不倫理的行為，然而，資遣員工在日本已經逐漸為社會所接受認同，因此，該行為正在從有利不倫改變到有利有倫之中。前面所舉IBM及AT&T大規模裁員行動，也從第四象限改歸到第一象限，被視為有利有倫的行為。

一九九五年，蜆牌石油公司有意將其在北海油田探勘石油的平台報廢。根據蜆牌的研究，把該平台沈入海底是最經濟同時也是污染最小的做法。然而，環保組織綠色和平認為蜆牌的做法對於環保生態有害，發起全球性的抵制，最後蜆牌不得不放棄原有計畫而改將海面平台拖到陸地掩埋。問題是，當蜆牌將平台掩埋之後，綠色和平卻又承認把平台沈到海底，對生態的確是比較好。於是，綠色和平對蜆牌公司表示道歉。但是，綠色和平的道歉已經於事無補了 (Economist, 1995)。假定把平台沈到海底或在陸地掩埋的成本相去不遠，那麼科學證據顯示把平台沈到海底比較合乎倫理（因為環保問題較低），但是，社會團體卻逼得峴牌採取比較不合倫理的做法，因為社會團體認為陸地掩埋比較有倫理。可見倫理軸的決定有時不是客觀決定，也涉及主觀判斷。蜆牌最後屈從社會壓力，是為了其商業利益，但是，蜆牌明知將海面平台沈到海底比較倫理，卻受制於利益團體的壓力，而選擇了有利不倫的行為。

三、倫理軸因何移動

倫理軸的改變表示社會對於企業倫理的共識或標準改變，就定義而言，這是一種體制的改變。這一小節，我們提出兩個改變體制的動力。

（一）經濟條件的改變

二、三十年前，許多百貨公司都會在櫃台前擺一個「貨物出門，概不退貨」的聲明。現在，一般百貨公司都允許顧客在一定期間內退還購買的產品。但這樣的改變是因為企業比較重視顧客，比較愛倫理呢？還是因為競爭壓力下，不得不然的做法？企業難道不怕顧客會佔企業便宜嗎？很顯然，這樣的改變，與經濟的發展有關。當國民所得到了一定的水準時，時間的機會成本提高，顧客佔企業便宜所需要的機會成本也提高，除了少數人之外，沒有人會沒事找事故意佔企業的便宜。在國民所得還沒有到一定程度時，率先實施退貨制度的反而會喪失競爭力。事實上，這正是美國安麗公司兩年前在大陸實施退貨制度後，所發生的困難。

經濟條件改善會使得人力成本升高。再以兩本賬制度改成一本賬為例，假定企業為了要維持兩本賬制度，必須多請一位會計做賬，當人力成本不高的時候，兩本賬所能省得錢，可能合乎經濟效益，但當人力成本升高時，兩本賬有可能不再符合成本。於是，企業都改採用一本賬制度。企業改用一本賬制度的另一個可能原因是為了上市上櫃。如果企業上市之後所能帶來的利益，遠遠超過現在兩本賬所能節省的利益時，自然會改用一本賬。所以，企業改用一本賬制度的關鍵因素在於邊際效益的變化，而這個變化與經濟水準升高、資本市場發達有關。

現在有許多企業常常抱怨現代的年輕人沒有工作倫理，不肯加班。問題是肯加班就合乎工作倫理了嗎？其實，從利的角度來看，過去的人因為經濟條件較差，比較珍惜工作機會，也比較需要錢，所以肯加班甚至喜歡加班。但現在人的經濟條件不同，加班機會成本升高，自然也就比較不願意加班了。

（二）社群的改變

從前面的例子，我們一再看出利益與倫理的關係。但利益的考慮是後果的邏輯，若是從得體的邏輯推導，我們可以得到另一個重要的因素──社群。

再以企業一本賬或兩本賬制度為例。企業上市上櫃的原因很多，未必全然是為了利益，也有可能是面子等之類非理性的考慮（葉匡時等，1996）。在早期，許多企業並不喜歡上市，但現在絕大部份企業都喜歡上市，企業社群的風氣改變，促使企業想要上市，進而實施一本賬制度。企業若是基於這樣的考慮而改用一本賬，就是企業社群發揮作用的結果。

社群的力量來自封閉性(closure) (Coleman, 1988)社群愈是封閉，則愈可能規範其成員。過去農業社會的農村是個十分封閉的社群，所以對成員的規範力很強。但進入工商社會，人口遷徙快速，社群不穩定，所以不容易規範成員，成員因而不太倫理也合乎預期，許多人因而常有倫理淪喪的感慨。

再以華碩為例，若是華碩常常與老東家有交易往來（具有封閉性），相信華碩不會輕易向老東家挖角，就是因為彼此之間僅止於友誼式的往來，所以，華碩會不在意老東家以及其他廠商的看法。

在台塑汞汙泥外包的例子中，台塑與運泰彼此分屬於兩個不同的企業社群，所以，我們認定台塑已將倫理責任外包並不為過。然而，企業在推動ISO-9000或全面品質管制時，都會規範其外包公司進行同樣的品質提升工作。為什麼企業不會對其外包公司的倫理責任也負起監督之責呢？這主要的原因就是企業社群的界定。在品質管理的社群中，外包廠商與中心廠屬於同一個社群，但在倫理管理上，外包廠商與中心廠並不被認為是一個社群。假定社會一般大眾不以為然，認為運泰所產生的問題，台塑也應該負責，則社會大眾把這兩家公司歸屬於一個社群。他們之間的交易產生封閉性，彼此也就能產生規範。


5、 結論

管理學者在過去企業倫理的研究中，多偏向針對既有企業或員工的倫理作為或訓練需求。這些研究有分為調查性質的，了解研究對象的倫理態度與行為，並試圖理解這些倫理行為的解釋變數（王鳳生、蔡豐隆，1999）。也有先定出一些企業倫理指標，依據指標測定合乎倫理的程度，同時企圖解釋這些作為的決定因素（徐木蘭，1994）。然而，過去研究都忽略了體制因素的變遷對企業倫理的影響。本論文從多個例子中說明體制變遷對於倫理決策的變化，並提出一個簡單的分析架構。

無論企業成立的目的是什麼，企業逐利的本質不可能改變。企業間的競爭，最後勝負的裁決以必須透過利潤。因此，本文強調企業行為是否合乎倫理必須放在企業利益的架構下研討，而企業利益的決定又與體制因素有莫大的關係。關心倫理的學者專家或許會擔心，企業過分強調利潤而導致不倫理的行為，本文認為企業利益以及企業倫理的決定都與體制有密切的關係。如果我們能夠進一步了解體制變遷對企業利潤的影響，我們將更能掌握企業倫理的趨勢與走向。本文提出幾個初步的構想，希望管理學者能夠跳脫微觀的管理世界，更宏觀的觀察企業社會，企業倫理的提升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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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院目前正提案將要求廢棄物生產者與外包處理者負共同責任。又，根據《聯合報》1999/5/18報導，包括運泰公司負責人與台塑仁武廠廠長等共有二十一人被移送高雄地檢署偵辦。


� 試圖證實比較遵守企業倫理的企業獲利能力也較好的研究，可說都屬於這一類的立場。


� 《中國時報》1999/5/12報導，針對汞汙泥事件，王永慶覺得台塑實在很冤枉。


� 《中國時報》2000/3/3報導，台塑已在1999年十二月將三二只貨櫃汞汙泥運往歐洲處理，另外三二五只貨櫃的汞汙泥，也將於四月底前運離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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